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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司制度史料编纂整理与研究》

《中国土司制度史料编纂整理与研究》项目自去年底启动后，迄今已近半年。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

本项目启动后，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院科研局和所领导的关心与指导，使本项目得以顺利开展。《光明日报》（2013年1月24日“理论·史学”版）和《中国社会科学报》等中央报刊也随即进行报道，指出：“土司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运作和政治文化的重要创举，对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开发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全面收集整理土司制度史料，深化土司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学术界期待项目组利用这一平台，对土司制度的学术研究进行总结和拓展，并对边疆治理、促进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增进民族团结提供历史借鉴。

湖南永顺县和云南梁河县两地正在开展本地区土司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得知本项目启动后，主动与课题组进行联系，希望在今后的资料收集和研究中得到我们的支持和帮助。首席专家李世愉已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准备去该地调研考察。

为推动土司资料的收集和研究，首席专家李世愉专门撰写了《研究土司制度应重视对清代档案资料的利用》；项目组专家成臻铭也撰写了《武陵山片区明代金石碑刻所见土家族土司的“中华情结” 》，两文已在《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一期）“土司学”专栏发表。李文指出，目前土司研究中存在忽视档案、特别是清代档案使用的倾向，并以大量实例论述了清代档案在土司制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清代档案不仅能为此项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其中更包括大量其他文献阙载的珍贵史料。充分利用档案资料，必将促使土司制度的研究有所突破，并能纠正以往研究中的某些观点和认识。成臻铭一文则依据对武陵山片区碑刻资料收集梳理，展示了土家族土司与传统政治文化有机关联的“中华情节”的积聚和变化过程。

本项目的启动，也得到了出版界的响应和重视。上海人民出版社愿意承担课题组最终成果的出版工作，并主动与项目组联系和协商，表示将在项目运作中全程介入，以保证项目进展与出版的衔接。近半年来，我们与该社保持经常联系，考虑和听取他们对本项目运作的建议。

二．

遵照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立项通知书》第九条“最终成果为大型文献典籍或资料整理、多卷本专著、系列丛书等形式的，要成立编纂委员会，对成果质量、学术规范等方面进行审核把关”之要求，经与学界有关方面沟通、协商，我们成立了《中国土司制度史料集成》编委会。组成名单如下：

顾问：陈高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马大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

成员：李世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方  铁  （云南大学教授）

商  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李国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邹建达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

赵嘉朱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研究馆员）

李治亭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捷夫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成臻铭  （吉首大学教授）

罗维庆  （吉首大学教授）

徐  毅  （广西师范大学教授）

蓝  武  （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

张国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田  澍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李良品  （长江师范学院教授）

吴大华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秦和平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

在编委会19名成员中，参与本项目的有11人，外聘专家8人。外聘专家在相关史学领域和土司制度研究方面，都有深厚的学术造诣，近半年来，他们对项目的开展十分关心，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这是本项目正常运作、并如期取得高水平的最终成果的重要保证。

三．

在项目的具体进展方面，我们做到了三个落实，即任务分解落实，人员配置落实和体例操作程序落实。

1、任务分解落实

本项目启动后，首席专家李世愉要求各子课题的负责人和成员，一定要在把握总体目标的同时，明确自已所承担的任务，必须有针对性地收集有关资料。为了具体把握，李世愉还拟定了土司制度资料的主题词（近200个），作为各类文献检索和收录的依据；对主题词之间的关联既要区分，又要兼顾。在收集时如有变动，要及时向项目主持人请示，随时调整。李世愉还以实录为试点进行具体指导，效果很好。

2、人员配置落实

本项目启动后，根据任务分解，各子课题的负责人分别落实了人员配置。首席专家与子课题负责人在长期从事研究的同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团队，并具有主持和管理大型项目的丰富经验，因而在项目成员的配置方面可以说达到了优化和高效。考虑到档案资料的收集运用历来是土司研究的薄弱环节，李世愉重点落实了档案收集工作的人员配置。经多次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协商，该馆领导对本项目十分重视，双方于三月十二日顺利签订正式合同。为保证档案收集工作的顺利开展，李世愉又向参与成员具体讲解了目前对土司制度档案的利用现况、清代土司档案的史料价值、利用土司档案应注意的问题等。该馆在落实人员配置的同时，承诺2013年底前完成档案的初选，2014年进行整理和标点。

    3、体例与操作程序落实

在总体目标确定之后，科学管理是否到位及对运作全程的监控，是重大项目成败的关键。近半年来，首席专家和各子课题的负责人参照以前主持重大项目的经验，制定了土司资料搜集整理应遵照的体例（见附件）和操作程序，并在实录、地方志土司资料的收集整理中试运行。首席专家要求各子课题负责人据此对土司资料的收集编纂进行全程的动态管理，发现问题及时通报，随时调整。

上述三方面任务的顺利落实，保证了本项目阶段性成果的取得。除上述两篇专文之外，《明实录》和《清实录》中已收集了三十余万字的资料，并进行了初步甄别和整理；贵州地方志土司资料的收集也初步完成；西南地区土司资料的调查、收集工作已全面铺开。

四．

    在经费使用方面，去年12月26日已接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关于项目转拨经费的批复，即将人民币25万元转拨云南师范大学邹建达教授，要求主管人员在收集有关碑刻和地方文献中合理调配，在经费管理和使用方面一定要严格遵守有关法规和财务制度。

                                             （贺晓燕整理）

附：关于中国土司制度史料收集整理的体例要求

关于中国土司制度史料收集整理的体例要求

本课题组的主要工作就是收集整理有关土司制度的史料，为保证全书的体例统一，现做如下规定。

一．所有收录史料一律据原书使用繁体字。使用电子文本为简体字者，一律要核对原书，并改回繁体字。近年翻译出版的满文、傣文、彝文等史料及西文著作，多为简体字，需征引者，先照原文录下（或复印），待日后统一处理。

二．每段史料（不论长短）后，均另起一行靠后注明资料来源。如：

偏沅巡撫金廷獻奏報：“湖南保靖、永順、桑植、茅岡、大旺、喇惹等土司，各獻輿圖版冊及元明兩朝印式來歸，乞授以原官，頒發新印。”下所司察議。
《清世祖實錄》卷五十五，順治八年三月乙酉
（注意：凡引实录者，正文前的干支纪日不录，统一放在资料来源内。另，正文前的○，亦不录）

史料后注资料来源亦用繁体字（见上例），中间需加标点（如：，等），最后不用句号。资料来源不必注明版本及页数，所有征引书目的版本问题将在书后附录中的“征引书目”中体现。资料来源字数过多（超过一行或接近一行者），则分为两行（或三行），仍靠后排列（见下例）。

三．下面根据五个子课题组的不同史料，分别对资料来源的写法做如下说明。

1.档案类（这里指明清档案，主要是清代档案）
凡由一史馆或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研院直接提供的档案，均按该档案具体编目及编号注明（文献编号用阿拉伯数字）。如：

雍正三年六月初四日川陝總督岳鐘琪奏，中國第一歷

史檔案館藏《朱批奏摺》，民族事務類，第0898號卷
乾隆十四年四月初三日雲南巡撫圖爾炳阿奏，臺北故宮

博物院藏清代檔案，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004253
（以上两例为双行排列示例）

凡从已出版的档案汇编中录出者，则按该书所拟之目书写，并注明引自何书。如：

兩廣總督李樓鳳揭帖，順治十七年二月初六到，引自《明清史料庚編》上冊
2.正史、实录、政书类

《元史》、《明史》、《清史稿》须注明书名、卷数（用汉字，不用阿拉伯数字）、志目名。如：

《元史》卷十，《世祖紀七》
《元史》卷一百六十七，《張立道傳》
《明史》卷三百十七，《廣西土司一》
《清史稿》卷二百八十八，《鄂爾泰傳》（不必注“列傳七十五”）
《明实录》、《清实录》须注明书名、卷数、年月日。如：

《明太祖實錄》卷二百三十六，洪武二十八年正月甲子
《清世宗實錄》卷三十五，雍正三年八月戊子
政书类，应注明书名、卷数、部类名、篇目名。部类名及篇目名用书名号，其中不同层次用圆点隔开。如：

《元典章》卷十九，《戶部五·田宅·家財》
萬曆《明會典》卷六，《吏部·土官承襲》
乾隆《清會典》卷六十二，《兵部·土司》
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一百四十五，《吏部·土官大計》
《清文獻通考》卷四十八，《選舉二·舉士》
3.奏议、文集、笔记类
一般须注明朝代、作者、书名、卷数、篇名。如：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三十，《土官之異》
（清）甘汝來：《甘莊恪公全集》卷八，《請用土兵平苗劄子》
大型书，且书中已表明朝代者，如《元文类》、《明经世文编》、《清朝经世文编》等，则无须再注明朝代及作者，但所收奏议或文集的作者须注明。如：

《明經世文編》卷一百十九，楊一清：《條處雲南土夷疏》
无卷数或无篇名者则不注。

4.方志类

地方志，须在书名前冠以纂修成书的时代（年号），不必标注作者，书名后则须有卷数及篇名。因为各方志情况不同，标注情况亦有异。如：

雍正《太平府志》，《土官》（無卷數）
乾隆《麗江府志略》卷下，楊馝：《建麗江府治記》（只分上下卷）
光緒《鎮安府志》卷二十三，《宦績志·孔付堂》
乾隆《永順府志》卷十一，《檄示》，保靖知縣王欽命：《示勸開墾荒地》
乾隆《貴州通志》卷二十一，《土司》附《水西安氏叛服本末》
列入地方志类的地方史书，一般须标明朝代、作者、书名、卷数、篇名等。如：

（清）愛必達：《黔南志略》卷二十二，《古州同知》
（清）田雯：《黔書》上，《創建》
（清）師範：《滇系》八，《藝文》六。袁枚：《鄂文端公行略》
5.地方文献类

地方档案，亦按前述明清档案史料处理，凡由地方档案馆提供者，则依其注录方式标出档案名称，并注明该档之编号等信息；凡转引的档案，则须说明具体档案名称，及引自何书（如《清代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档案史料校编》等）。

碑刻文献，凡由课题组成员自行收集，或他人收集，尚未公开发表（或出版）者，须标明碑名，并说明该碑现藏何处。如：

《景東土府改土歸流碑》，現藏于雲南景東縣文管所
凡转引自出版物（或已发表者），先标出碑名，再述引自何处（这类信息尽量多一些）。如：

《木氏宗廟碑》，引自李昆生主編：《中國西南地區歷代石刻彙編·雲南卷》第十四卷（碑刻原立麗江木氏宗廟內，今不得見，國家圖書館藏有拓片）
地方文献涉及种类较多，情况比较复杂，其他如契约文书、家谱、考古报告、传记、诗文等，由子课题组根据实际情况，并依上述原则，做出统一安排。

四．由于最终出版的史料集成是横排繁体字，因此，凡使用电子文本及个别需要抄录者（如碑文等），均用横排繁体字。凡复印的史料（如地方志、文集等），则先依原书竖排复印，最后由出版社统一处理。

五．所有收录的史料，均须加标点（复印的竖排史料亦同）。对于史料中的缺字（如碑文）以□代替，一字一□。对于史料中明显的错误，可加注，于史料下做校勘记，一般不改动原文（特别是档案类），以保持史料的原貌（包括异体字者）。使用现行标点本（校勘本）者，则依新校勘本抄录或复印。

以上规定，各子课题组应遵照执行。在实际工作者如发现新问题，请及时沟通，以便做出新的调整。

《中国土司制度史料编纂整理与研究》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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